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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论视角下的教育工效学理论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阚  红  朱艳菲  汪亚珉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 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48) 

摘  要  教育工效学是工效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 其发展以各教育工效学模型的提出为主

线。本文从模型设计、模型应用和学习论视角出发, 分析了 Kao 模型, Smith 模型和六角轴模型的理论基础, 发

现现有的这三个模型在设计上多从工效学角度出发, 与学习论的结合不够紧密。为了给信息化教学系统设计

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模型和更可行的设计方法, 有必要从工效学原理与教学理论的深度衔接入手, 并基于学

习论的视角给模型应用和完善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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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环境建设已然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实

践工程之一, 作为直接服务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

最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过去较长时间里没有

得到工效学家的足够关注。教育工效学, 又称教

育人类工效学, 是工效学的一门分支科学, 它主

要运用工效学、心理学、教学论、人类学等有关

学科知识研究教育系统中学习者与环境进行交互

并适应环境的规律, 并以此为依据来优化教育系

统设计, 为学习者提供舒适, 高效和人性化的学

习环境。Kao (1976)作为教育工效学概念的最早提

出者, 不仅初步界定了教育工效学的基本内涵还

建立了第一个教育工效学理论模型。自此, 这一

学科开始追随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化教育的

脚步不断前行。Kao 的理论模型主要参照系统设

计的方法和理念, 将教育系统设定成以教育效能

为目标同时包含五大子系统的系统模型。以 Kao

模型为参照的研究主要关注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

交互适应, 这些研究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为教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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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的人性化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 随

着信息化教育的发展, 单纯教学环境的人性化设

计已显不足 , 教育系统的设计更加强调人计算

机/信息环境的交互设计(Brunier, Le Chapellier, 

& Dejean, 2012; Ellaway, 2013)。于是 Smith 在时

隔 30 年后提出了强调行为控制的 Smith 模型

(Smith, 2007), 其后 Benedyk, Woodcock 和 Harder 

(2009)提出了基于个体化任务设计的六角轴模

型。Smith 模型和六角轴模型在系统设计上均以学

习者为中心, 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环境进行

交互的重要性。Smith 模型主要以学习的行为控制

论和社会平衡理论为指导, 因此也被称为社会控

制论模型, 该模型将交互定义为系统中的反馈循

环过程, 认为成功学习的条件是反馈循环的有效

实现。六角轴模型以同心环模型为基础, 以系统

设计论为指导, 将交互定义为学生在完成任务过

程中与环境中各设计因素进行信息交换的动态过

程, 强调时间、学习者以及任务变化等多维设计

理念。 

工效学理论与方法在教育系统设计中的重要

价值已被普遍认可(Legg & Jacobs, 2008)。首先, 

工效学模型能够为系统设计提供科学完整的理论

框架 , 从而大大提高系统设计的效能与科学性 , 

避免设计者的主观影响。比如系统中的人体测量

指标与设备、环境相匹配的原则, 人的需要与系

统各要素之间的可交互原则等, 这都是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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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次, 工效学中针对

工作场所的评估方法对教育系统的科学评估有重

要借鉴作用, 可以极大地改善当前评估方法上的

不足。最后, 基于工效学模型设计的教育系统在问

题诊断上更为客观有效(Stone, 2008), 有章可循, 

有据可测。总之, 传统的教育专家的个人感受与

感想在满足现代的多元化教育上越来越力不从心, 

利用工效学的理论与方法是教育环境建设的必然

结果。基于人体测量数据, 基于人——信息——环

境交互适应的科学原则, 基于结构化数据的客观

评估法, 基于适应人、宜人、激发人的问题检核

法, 教育工效学无疑会给教育系统的未来设计带

来应有的检验与承诺。检验教育系统是否能够经

得起多元文化与多样化需求的考验, 承诺教育尊

重人和激发人的基本定位。教育改革向来是最难

的一项改革, 原因就在于其多样性, 复杂性和社

会系统性, 增加教育设计、评估与诊断的科学性

无疑是实质性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教育工效学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为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重要支

持。当然, 教育工效学自身的长足发展是能够提

供这种支持的前提与基础, 就教育工效学当前的

发展而言, 如何进一步整合教育学和学习论的视

角至关重要。 

从设计、评估与诊断三大环节来看, 现有三

个模型在设计指导与评估上均呈递增趋势, 但在

问题诊断上尚有不足。三个模型对学习的特殊性

考虑都有不够全面, 缺乏学习论的视角考虑, 比

如个性化交互, 尽管工效学理论的发展已经从效

能优先转向宜人优先, 但学习中的个性化交互不

仅仅是一味地宜人 , 还要识别人 , 引导人 , 因人

施策, 因时因地而异。当工效学家在分析人一天

中动机水平的变化规律时, 当工效学家在分析所

呈现信息是否对学生感官有足够的吸引力时, 教

育学家会说这些是好的, 但学生学习的需要与动

机不一定在这里。学习论是教育家对人的学习的

科学认识(林崇德 , 2002), 不仅强调学习的规律 , 

还强调人的自我成长的需要。教育工效学专家需

要意识到, 设计得再科学、便捷的教育系统, 如不

能满足和激发个体动机、个体价值、甚至是个体

审美, 那么它最终还是无法实现效能。学习论的

精髓也是教育的核心理念 , 总结起来就是“因材

施教, 寓学于乐, 自我成长”。因材施教强调的是

个性化教育, 这是二千年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

教育智慧, 也是实现教育有效性, 或者从教育工

效学上说是实现教育效能的前提。寓学于乐则强

调人类的最佳学习动机是发现乐趣, 这从工效学

上来说是人与信息的匹配, 是情境化、个性化的

学习任务设计, 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最后的自

我成长则强调人的自我发展, 从工效学上来说这

是人与社会环境的最佳匹配, 也是人本主义教育

理念的最终体现。基于这一学习论的基本视角以

及未来信息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下文对教育工效

学已有的三个模型予以介绍和评价。 

2  Kao 模型——系统论模型 

2.1  首个教育工效学模型的提出 

Kao (1976)认为传统教育系统设计缺乏从系

统角度的考量 ,  从而导致教育系统效能难以提

高。作为工效学家, Kao 认为教育系统在本质上也

是一种工作系统, 一个较为特殊的工作系统, 如

果将教与学的过程视作一个工作系统, 那么所有

的工效学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成果都能够在教育

系统的设计、评估和实际运作中使用。因此, 在

当时盛行的 Singleton (1967)的系统论启发下, Kao 

(1976)提出并建立了教育工效学的第一个理论模

型(见图 1)。与系统设计理念一致, Kao 首先将教

育系统划分为五大子系统, 然后分析优化各子系

统之间联系, 从而实现教育效能的提高。显然, 工

效学作为专门研究系统性能、系统控制、人因素、

设备、设施设计以及工作环境设计等系统要素的

专门学科 (Wickens, 1992), 自然也适用于教学系 
 

 
 

图 1  Kao 模型 
资料来源：Kao,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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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正如研究者们所提出的, 涉及到与工作设计、

工作改进和工作绩效相关的人的因素都属于工效

学的研究范畴(Salvendy, 2006)。因此, 从工效学自

身发展的角度看, Kao 提出并建立的教育工效学

既是工效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又是一个一般性的研

究领域。 
2.2  系统论模型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 

在 Kao 模型中, 教育系统被概念化为一个功

能系统, 系统目标为教育效能。参照工作系统设

计的方法和理念(Fraser, 1978), Kao 将教育环境中

影响效能实现的人-机 -环三方面因素抽取出来 , 

建立学习工效学、教学工效学、教育设备工效学、

教育环境工效学、教育设施工效学这 5 个子系统。

作为各个运作部分, 这 5 个子系统围绕着系统中

心的教育效能而存在。教育效能的实现既受各系

统效能的影响, 也与各系统间的协同密不可分。

按照工效学的一般原则, 系统设计者可以将各子

系运行方向调整到促使系统效能最大化的方向 , 

从而提升整个教育系统的运作效率。在 Kao 模型

的框架下, 后续的研究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 

工效学方面的研究 , 尽管研究范围还不够广阔 , 

但其对教育实践的贡献显而易见。为能清楚简洁

地了解相关研究, 我们对应 Kao 模型框架列表展

示, 参见表 1。 

2.3  Kao 模型在教育学上的意义 

从工效学领域看, Kao 模型的提出标志着教

育工效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诞生。而从教育学

的角度看, Kao 模型却是第一个有关教育系统的

定量分析模型, 这在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

的意义。长期以来, 教育系统被看作是一个定性

系统, 甚至是属于教育家们打造的专有的艺术品,

很少有人用科学的量化模型来分析教育系统。将

工效学的原则方法与教育系统设计相结合后, 至

少可以预见这样几个关键性的变化：教学环境与

教学设施设计的科学标准(是否符合人体测量学

标准 ) ,  教学程序的科学标准 (有效教学因素分

析)。然而, Kao 模型作为第一个教育工效学模型

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将教育系统简单地看作是

一般工作系统明显忽视了教育的特殊性。工作效

率和工作产出不是教育的首要目标, 那些看似客 
 

表 1  Kao 模型研究分类 

子系统 工效学原则 研究内容 具体研究 

学习工效学 能够促进有效教学的一切因素 , 包

括学习基本学习技能、教学课程分

析、有效考试形式、学习行为和学

习效率、学习测量等。 

教学工效学 

和学生学习以及教师授课相

关的一切环境设计因素 , 都

应该达到最优匹配。 

书本和打印材料设计、教学机器、

自学设备、教室设备、多媒体和电

视教学、视-听呈现方式、课程准备。

这部分内容是传统教育研究的重心 , 

多针对教学展开, 主要关注如何促进

教师教学效率 , 对学生学习关注较

少。和信息化教育条件下以自学为主

体的多种学习方式混合的学习情况不

相符。 

教育设施工效

学 

学习场所、教室、办公室以及

相应的配套设备、设施、教学

用具等在设计上要符合人的

身体和心理需要 , 比如人体

数据和结构指标、感官、注意

力、情感等。 

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的

空间布局、颜色、面积、大小等物

理因素的研究; 学习场所功能区划; 

设施设备空间布局; 桌椅、教育家具

以及学习工具的设计研究。。 

桌 椅 设 计 (Castellucci, Arezes, & 
Molenbroek, 2015; Osquei-Zadeh, 
Ghamari, Abedi, & Shiri, 2012) 

教室面积(Py Szeto, 2014) 

教室颜色(Burkitt & Sheppard, 2014) 

教育设备工效

学 

设备、设施的操作要便捷、高

效 , 操作界面和使用者之间

的交互要具备友好性 , 信息

传递方式要符合人的信息加

工方式。 

针对学校中所有用到的设备进行工

效学研究 , 但是其中未涉及到计算

机教学的研究。 

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普世计算环境和智

能化学习环境。 

教育环境工效

学 

建筑的要符合安全标准 , 环

境中各种参数设置尽量保障

人体的舒适感 , 建筑设计的

人性化、可及性(学生和建筑

交互时的友好性、流畅性、舒

适感)。 

评估现有的学校中建筑的质量以及

内部建筑结构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标

准 ; 研究学习环境中各种参数指标

对学习效率和学生行为的影响。 

建 筑 质 量 (Harik & Fattouh, 2010; 
O’Sullivan, 2006) 

可及性 (Acioly, Oliveira, & Oliveira, 
2012; Jayaratne, 2012) 

光(Yan, Lee, Guan, & Liu, 2012) 

室内环境参数(Le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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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 诸如考试分数与学业成绩等指标并不能真

正体现人在教育中的成长。换言之, 在教育中, 人

(学习者)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才是关键。此外, 

Kao 模型提及的交互概念大多局限于各相邻子系

统之间的交互, 并未突出学习者或教师与环境、设

备、设施间的直接交互, 这与学习者中心的教育

理念相背离(Crompton, 2013)。最后, 受当时的社

会发展水平限制, Kao 模型的研究内容大多针对

于教学, 停留在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当

中, 这与现代信息化教育环境中的人与信息交互

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Henricksen, Induldka, & 

Rakotonirainy, 2002)。总的来说, Kao 模型并没有

将教育系统和一般工作系统真正区分开来, 模型

设计中更多体现的是系统论和工效学原则和方法, 

较少考虑教育自身的特殊性, 尤其是学习者的主

体性地位考虑(郑旭东, 张振亭, 2003)。单纯地强

调教学效能很容易导致教学机构或教学场所设计

上的功利化, 结果自然是助长应试教育而不是素

质教育。 

3  Smith 模型——社会控制论模型 

3.1  Smith 模型提出的理论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多个关于人-机交互的理论

模型被相继提出来, 其中行为控制论、宏观工效

学、社会技术系统、平衡理论共同促进了 Smith

模型(见图 2)的诞生。行为控制论作为 Smith 模型

提出的主要理论依据(Smith & Smith, 1987), 认为

系统参与者对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及系统中各

因素的交互设计是系统的关键设计因素。学习的

行为控制理论进一步提出, 学习属于一种行为机

制 ,  它具有两种属性 ,  一是受学习者自身调节

(self-regulation)能力限制, 二是具有情景特异性

(context specific) (Smith & Smith, 1996)。因此, 在

设计学习环境时, 需要重点考虑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设计出的学习环境应该让学生的自我调节

能力得到发挥, 这就需要给予学生依据环境中获

得的反馈信息对系统设计因素进行调控的权利

(Dabbagh & Kitsantas, 2004; Kravcik & Klamma, 
 

 
 

图 2  Smith 模型 
资料来源：Smi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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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其次, 需要针对特定的学习行为来设计相

应的学习环境、学习任务。在 Smith 模型中, 系统

中心被替换为了学习者, 重点关注人在系统环境

中的交互行为(Smith, 2007)。 

3.2  Smith 模型的基本原理与实践价值 

在 Smith 模型中, 学生或老师处于中心, 并

在交互层与学习影响因素直接发生交互。模型中

的影响因素包含 7 类, 分别为课程任务计划、教

学过程、教育系统组织和管理、教室和建筑的工

效学设计、课堂设计、个体因素、社区和家庭, 它

们的设计特征会直接影响交互的性质, 而交互的

性质则决定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质量。这种

交互过程在模型中使用箭头来表示, 向内的箭头

代表学生从各类设计因素接受到的感觉反馈, 向

外的箭头表示学生根据感觉反馈对外部设计因素

进行的调控, 每一对箭头都表示着学生与环境中

设计因素的一种交互途径。在理想的教育系统中, 

学生能对自身的感觉信息反馈进行有效地调控 , 

即所有的交互过程能够良好地完成。但实际上学

生和教师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是十分被动的, 除

了对部分个人因素有控制能力外, 对其他类因素

缺乏实际的控制能力。此外, Smith 模型还以学习

影响因素的七类划分为框架, 给出了在各影响因

素中工效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具体见表 2。 

3.3  学习论视角下的 Smith 模型分析 

从学习论的角度来看, Smith 模型既体现了行

为学习与社会学习的基本原理, 同时也融合了人

本主义与认知主义的部分理念。行为操作产生的

反馈进而强化下一步的行为是行为主义学习论的

精髓所在, Smith 模型在一些具体环境设计上强调

对学习者的行为产生反馈, 这种设计理念符合行

为主义学习论的基本原理。另外, 模型将家庭、

社区及社会环境对学生学习及成长的影响纳入教

育系统设计, 这与社会学习以及个体发展的生态

学理论的核心理念(Bronfenbrenner, 1979)相一致。

因此, 就具体的教育环境而言, 强调环境的可控

制设计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的塑造过程, 系统中

给出的可选项就是强化物。Smith 模型在这个意义

可算是一套完整的行为学习模型。然而, 考虑到

模型中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对多方面环境因

素进行自主选择, 或许我们还可以把 Smith 模型

理解为一个体现人本主义学习论精神的, 代表自

主学习的教育工效学模型。Smith (2007)指出个体

对学习行为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

响：一是学习环境中反馈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二

是学习者在环境设计中的参与程度。这与自主学

习论强调的学生作为学习行为的发出者 ,  有调

节、控制和管理自身行为的能力的观点相一致 
 

表 2  Smith 模型中工学原理和方法的应用研究方向 

学习影响因素 重点研究问题 

课程任务设计 1. 确定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任务设计因素(Duca, 2012; Pribeanu, 2014)。 

2. 明确 K12 阶段的学生在哪些认知能力和学习行为上表现出情景特异性(Smith, 2014)。 

教学过程 1. 设计系统时需要遵循两个社会交互设计原则：一是鼓励学生对学习环境和学习过程进行更

多的自我控制; 二是和各种教育技术的结合。进一步的工效学研究需要提供充分体现这

两点设计原则的科学方案。 

2. 找出中真正影响学习表现的关键课程设计因素。 

3. 探究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 人的因素(教师、助教等)是否是关键的学习影响因素。 

4. 确定环境中教师表现起到关键设计因素。 

教育材料设计 对信息化教育环境中出现的新型学习材料和技术进行整体的工效学研究。 

教室环境设计 研究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和个性特征的学生, 确定在不同类型的教室中影响学生学习表现

的关键因素(Determan, Akers, Williams, Hohmann, & Martin-Dunlop, 2015; Nogaj, 2013)。 

教育技术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教育技术系统中的延迟反馈是影响学生学习表现的关键因素 (Erhel & 

Jamet, 2013; Smith, Racine, & Bhuanantanondh, 2001), 这是未来教育工效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教育系统 和教育系统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合作, 为现有教育系统提供更科学完整的评估方案。 

社区和家庭 学生居住的社区、学校所处区域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和社会心理状态有着重要

影响(Slattery & Meyers, 2014),社区工效学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工效学设计原理和方法优化区

域经济设计特色, 最终改善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Smi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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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win & Oshige, 2011; Zimmerman, 2015)。在未

来的信息化教育中, 学习正逐步演变为基于信息

技术的混合学习, 其中自主学习的比重更为突出

(Harris, Connolly, & Feeney, 2009)。如此看来, 社

会控制模型是一个很可取的自主学习的教育工效

学模型。 

社会控制模型到底是体现行为控制论还是社

会认知论, 似乎与影响学习的七类因素的设计密

切相关。如果这些因素的可控制性低, 或者说学

习者能够按自己喜好来改变的自由度低, 那么这

时的自主控制本质上就变成环境控制, 由设计者

操纵的可改变选项来决定, 就成为典型的行为论

模型。反之, 如果设计者能够赋予环境因素最大

限度的可控制权 , 将自主性归还给学生 , 那么

Smith 模型体现的就是自主学习论。然而正如

Smith 等提出的那样, 社会控制论模型虽然强调

要对诸多影响学习的因素进行可控制化设计, 但

是现实情况是模型所列的影响因素中几乎很少能

够实现可控制化设计。不仅如此, 现实中的那些

影响因素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来说, 其可

控制性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在不同的任务当中

也可能不一样。这些因素导致 Smith 模型在体现

学习论的核心理念时有了很大局限性。例如, 社

区家庭与课程计划因素可能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

生来说就是无法控制的因素, 而对于大学生来说

就相对较可控。 

此外, Smith 模型在考虑个性化教育设计时较

多考虑外在环境因素的可选择性, 较少考虑这些

环境的智能化设计。模型所提及的学生个体因素

主要包括身体健康、药物滥用等, 较少涉及学生

的认知风格, 价值追求, 动机与需要等。虽然从可

控制化设计的角度也能够实现部分的个性化学习

环境的设计, 但这种实现往往并不全面, 尤其是

在认知风格的区分上很难做到。一个基本的事实

是, 学习者, 尤其是年龄小或者不善长学习的个

体, 他们几乎很难准确知道自己真正适合什么样

的学习环境或方式。因此, 如何让教育系统自身

具有一定的智慧功能是进一步设计的一个重点。

例如, 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上来看, Smith 模型虽

然强调个性化的交互设计, 但这种设计不能仅仅

停留在界面设计和交互方式上, 还要落实到对学

习者认知加工方式上的识别上。场独立型与场依

存型学习者在认知加工上就有很大区别(Tinajero, 

Castelo, Guisande, & Páramo, 2011), 在学习上前

者更喜欢自己探索解决问题, 而后者更喜欢与同

伴一起来解决问题。整体型与部分型, 深思型与

表层型, 视觉型与听觉型等类型在认知方式上同

样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智能化设计是无疑是学习

论视角下未来教育工效学模型设计的关键所在 , 

基于智能化设计的教育系统才能真正实现个性化

学习, 最终让学习者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与学习

效果(DeTure, 2004)。 

总结起来, 以“因材施教, 寓学于乐, 自我成

长”的学习论理念来衡量社会控制模型 , 因材施

教较难体现, 自我成长其次, 寓学于乐再其次。就

未来的信息化教育而言, 让教育系统具有一定的

智能识别能力将是未来教育工效学模型应该着力

考虑的一项关键性原则。 

4  六角轴模型——信息交互模型 

4.1  六角轴模型的现实背景 

随着信息化教育的快速发展, 教育工效学研

究得到了进一步细分。Woodcock (2007)就区分了

教育工效学的两个分支：教学工效学, 学习和教

育环境设计。前者似乎更多是 Kao 模型中所关注

的内容 , 而后者则是未来教育设计上的新的要

求。学生进入学校后, 除了要学习知识和技能外, 

还需要学习社会交往 , 积累各种社会生活经验 , 

并且 , 学习的主体变得多元化 , 呈现出“终身学

习”和“碎片化学习”的趋势。在这种新的教育系统

中 , 学习可以由任何人通过教育机构、在职培

训、远程教育等方式在任何地点完成, 此时, 学习

与教育环境的设计要求更高, 难度也更大, 并且

已经成为教育中的突出问题(Simoncini, 2012)。为

此, Benedyk 等人(2009)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教育工效学的六角轴模型, 以尝试解决信息化

教育时代的学习环境设计问题。六角轴模型沿用

了 Kao 模型的系统设计理论(见图 3 中 a), 将学习

定义为一种“工作”, 内容是知识和技能的转化和

扩展, 发生地点在 “工作站”, 也就是任务真正发

生的学习场所。在每项任务的完成过程中, 每个

个体需要和其他参与学习者、学习对象(教科书、

课程、技术、设备)进行动态的信息交换。这种信

息交换过程便是学习中的交互, 它可以在教室、

实验室、演讲厅等正式学习场合发生, 也可以在

图书馆、家庭、咖啡馆等非正式学习场合发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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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很强的任务依赖性与情境依赖性。为此六角

轴模型突出了二项设计理念：一是以同心环模型

为基础构建层次和结构分明的模型框架以体现学

习的情境性; 二是同时考虑任务、时间以及学习

者三个变化维度, 以体现学习任务的个体化。 

4.2  六角轴模型的基本原理与现实应用 

在建立模型时, Benedyk 等人提出了一种两

阶段分析方法：第一步, 使用传统工效学方法, 研

究学生在特定学习环境下受环境因素影响情况 , 

建立起影响学习的三区域六大影响因素; 第二步, 

将上一步研究展开, 探究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时

间和任务等维度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拓展出模

型的三个变化维度, 如图 4 所示。在六角轴模型

中, 学生被设为系统的中心, 并在工作站以及各

层级上与设计因素进行动态交互。这些设计因素

分为个体、情境与组织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中再

细分六大因素。通过层级、区域与因素类型的划

分以及个体、时间与任务三个变化维度的设置 , 

模型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学习环境模型。 

通常, 一个教育系统中会出现多种学习任务

和多个学习者并存的情况, 不同任务以及学习者

间的差异也会导致环境设计的需求发生变化。Kao

模型和 Smith 模型在设计上未能兼顾到这一点, 

六角轴模型则将三个可变维度引入到设计中以满

足多元化学习环境与学习任务设计的需求。通过

结构化而非纯粹的因素化设计, 六角轴模型为实

践应用提供了方便。模型的使用者可以根据区域

与因素的简洁结构快速查找当前学习情景中的关

键影响因素, 或是查找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属于哪

个区域, 这在实际指导和改善相关的教育教学设

计上有着独特的价值(Karnita, Woodcock, Bell, & 

Super, 2017)。此外, 模型的使用者还可以参照个

体、时间与任务三个变化维度来解决教育中的多

样性要求。比如以任务为中心的设计方法 (task- 

centred approach)指出, 当任务维度确定后, 学习

影响因素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这样的设计逻辑就

比 纯 粹 的 影 响 因 素 模 型 更 为 灵 活 (Vassileva, 

1998)。类似地, 个性化设计也可以通过个体维度

的设计, 综合考虑学习者特征、背景、学习风格

和习惯后, 再进一步考虑具体影响学习的交互因

素, 同样体现了其灵活性的一面。 

六角轴模型的提出源于教育系统设计的实

践需求, 因此模型提出后很快得到了一些实践应

用上的支持。Woodcock 等人(2009)在一项针对自

闭症儿童的教育系统设计项目中, 利用六角轴模

型设计出了一间能够对这些特殊儿童起到一定教

育和治疗作用的光谱教室(模型设计参见图 3 中

b)。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以六角轴模型及其设计思

路为理论指导, 研究者实施并完成了包括数据收

集、因素抽取、模型建立、教室设计、教室实际

使用以及评估等多项工作, 协调了包括校长、教

师、助教、自闭症儿童、自闭症儿童父母以及同 

 

 
 

图 3  六角轴模型及其应用模型 
资料来源：Benedyk et al., 2009; Woodcock, Woolner, & Benedyk,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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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时间轴模型和同时性任务系统模型 
资料来源：Benedyk et al., 2009 

 
龄正常学生等多名成员的工作, 起到了预期的指

导和评估价值。 

4.3  学习论视角下的六角轴模型分析 

审视六角轴模型, 很容易发现其建构主义的

学习论特征。模型划分出的个体、时间与任务等

变化维度 , 在本质上属于个体认知建构的维度 , 

而基于这些变化维度的环境设计就是在打造认知

建构中的情境。因此, 六角轴模型可以算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建构主义工效学模型。在设计中, 六

角轴模型更加注重同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

理论的结合, 它将师生关系、学习共同体以及学

生心理状态等因素都加入到系统设计中, 更加强

调教育系统的动态性、协同性设计, 这与教育/学

习共同体建构的教育学思路相一致。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六角轴模型中任务设计维度与自主学习之

间的关系, 设计出多样化、趣味性、目标导向的

作业任务, 被认为是实现自主学习的关键所在(赵

丹, 2013)。 这一任务通常涉及多项目标, 包含重

大主题或意义, 需要学习者在长时间的持续学习

过程中投入多种认知和元认知活动, 并与环境中

的诸因素进行交互(De Corte, Verschaffel, & Masiu, 

2015)。因此, 六角轴模型通过任务维度的设计来

实现对特定学习者的动机激发和维持是其在学习

论视角下的亮点。这一学习动机涉及到目标定向、

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自我价值实现、积极归

因、社会比较等(Schunk & Zimmerman, 2008)多样

成分, 是学习论中关注的核心问题。 

与社会控制论模型相比, 六角轴模型被归结

为体现认知建构主义的工效学模型。然而, 正如

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学派在学习观点上的长期针

锋相对一样, 社会控制论与六角轴模型之间也存

在一定的是非关系。行为主义强调实效性, 可操

作强, 在训练一些基本知识技能方面确实优于认

知建构主义 , 这种优势直接反映在考试成绩上 , 

这也是中国当前绝大多数明星中学仍然将题海战

术作为主要教学模式的原因。Smith 模型体现出来

的无论是环境控制还是自我控制, 针对学习者的

学习表现的提升都具有显而易见的效果。相反 , 

六角轴模型在涉及到时间、个体差异、任务差异

等诸多变化维度后, 相应环境的设计却变得不可

控, 或者说这样的环境设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

也是六角轴模型在应用上的最大局限性。 

总体上 , 六角轴模型较好地体现“因材施教 , 

寓学于乐与自我成长”的教育理念 , 并且在模型

整体应用性上相比于前两个模型有了实质性的进

展。但对于教育专家而言, 想要参照六角轴模型

打造出满足多元化需求的教育系统却依然十分困

难, 或者说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仍然存在很多阻碍, 

智能化设计将是解决这一难点的理想手段。所谓

智能化设计就是让系统具备识别学习者心理和人

格特征的功能, 这种功能的实现是自主学习和因

材施教达成的基本前提。至于寓学于乐, 这一直

是教育系统设计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六角轴模型

通过个体化, 任务化设计来实现对多种动机的激

发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但要真正实现寓学于

乐, 还需要结合其他教育设计理念。当前游戏化

教学的设计是实现寓学于乐的一个伟大设想, 一

些研究者已经开始结合游戏的多元动机理论对学

习任务进行游戏化设计, 这种设计的理论核心就

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马颖峰 , 罗晓 , 白羽 , 

2015; Vos & Denessen, 2011)。当然, 游戏化设计

并不仅仅是要把教学内容设计成游戏, 而是把教

学还原到生活当中去, 把教学与艺术高度地结合

起来。所以游戏化设计是未来教育工效学模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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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考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 

5  基于学习论视角的教育工效学模型

设计建议 

第一, 智能化设计。理论模型的价值体现在

指导实践中, 而实践指导价值的高低则取决于模

型的有效性。无论是社会控制模型还是六角轴模

型都考虑到了个性化学习, 但真正实现个性化学

习并不是靠堆砌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材料或方

式 , 而是要能够智能化地判断出学习者的特征

(Klašnja-Milićević, Vesin, Ivanović, & Budimac, 

2011), 比如学习风格与学习策略, 学习者的思维

方式等偏好, 然后由系统来生成相应的学习材料

或方式。那么, 智能化交互设计作为未来教育系

统设计的关键点(Naser, Ahmed, Al-Masri, & Sultan, 

2011), 如何在模型上予以充分体现呢？当前的大

数据研究可以作为智能系统模型建立的一种重要

依据, 基于学习者的大数据研究结果而设计出的

教育工效学模型就是有效性设计的最佳体现(Ke 

& Lu, 2014)。 

第二, 游戏化设计。学习是一件很艰苦的劳

动, Smith 模型与六角轴模型都在试图帮助学习者

来战胜这份苦差, 但这种战胜仅仅靠环境或行为

控制不行, 靠纯粹的多样化设计也不行。寓学于

乐, 天生就是要把学习与玩乐结合起来, 尽管这

在过去甚至当前看来可行性都不高。但游戏化设

计与智能化设计相结合无疑是未来教育系统设计

的关键所在 , 是真正意义上实现  “因材施教”与

“寓学于乐 ”这两大教育追求的关键所在 (West, 

2015), 也因此是学习论视角下的教育工效学模型

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 学习者中心设计。在学习者为中心的

教育系统设计中, 学习动机的激发成为了关键问

题(Collins, 2009; Pintrich, 1999)。当前, 很多教育

研究者将游戏化教学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

点研究方向, 游戏程序俨然成为了智能化教学系

统设计的模板(Liu & Chu, 2010)。这种设计有其合

理性和必要性, 但单纯的游戏型教育系统在设计

的全面性和应用性上欠佳(Girard, Ecalle, & Magnan, 

2013)。从本质上看, 游戏设计和教育系统设计的

最大区别在于系统中心问题, 游戏中的角色或者

化身不能完全代表个性化的学习个体。而真正意

义上的智能化教育系统的中心必定是学习者本人, 

是寻求自我成长的个体。未来的教育系统必然是

以人的多样性需求为基础的智能系统, 在这个系

统中, 学习者作为中心, 其它设计都是为了服务

于学生者的更好成长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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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for 
educational ergonomics: A learning theory perspective 

KAN Hong; ZHU Yanfei; WANG Yamin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Learning and Cognition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ergonomics, which had long been neglected by ergonomic researchers, is now a 

burgeoning subfield of erg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ergonomics is generally marked with 

the proposal of new theoretical models. Recently, two theoretical models were proposed by Smith (2007) 

and Benedyk (2009), respectively, since Kao published the first model of educational ergonomics 40 years 

ago. These models have proven to be useful in providing theoretical frame for educational design. The value 

of these models however has not been widely realized by educators, which leads to the gap between 

theoretical models of educational ergonomics and learning theories. The gap under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odels in educational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valuable and practicable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system, a theoretical cohesion between the ergonomic theories and learning 

theories is necessary. In current study, an effort was made to establish the link between the ergonomics and 

learning theories. From a learning theory perspective, we further propose thre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rgonomics models. 

Key words: Ergonomics; educational ergonomic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ducational system design; 

learning theory 

 


